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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 （修改稿） 

       

 

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，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。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，无疑要比古

人丰富得多。上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，但与先进民族相比，仍处于落後状态，这是不争的事

实。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，归纳起来，无非是全盘继承、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

的继承和摈弃，至於如何选择，又各有看法。 

    研究中华古史的人，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。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，其实是矛盾

的，有时觉得可爱，有时又觉得可憎。 

    回忆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强调无产阶级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作澈底的决裂，单纯从口号上

看，似乎非常革命。但当经历了十分惨重的全民族劫难之馀，人们终於醒悟到，那次劫难在某种意义

上，不过是中华古代坏传统的花样翻新、变本加厉和发扬光大而已，不过是以最革命的旗号，复辟着最

反动的传统。 

     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，我终於醒悟到，“从坏的方面看，中国传统政治的       最大

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。专制必然滋生腐败，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。这亦可谓是一对       难舍难分、

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”。[①]“我们民族的坏传统”，“可否概括为专制、愚昧和腐败六

字”。[②]所谓愚昧，可否包括三个层面，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，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，三是有

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。历史证明，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，做出绝

对愚蠢的事。 

    但是，在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摈弃传统的议论，我无论在理智上，还是在感情上，又捨不得完全割弃

传统，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。“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，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。但

是，当时提出‘打倒孔家店’，不免失之偏颇。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，大致总有好的、坏的、

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。一个民族的进步，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、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也应当

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。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，或不免产生自傲感，不易虚心体

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；反之，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，或不免产生自卑感，将

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。更有甚者，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、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

而极度膨胀，恶性泛滥”。[③]  

近日阅读《纪念李慎之》一书，此书第１７３页谈到，李慎之先生“炽爱中国，所以他对拖住中国

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”，他认为，“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二百年

以来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专制主义。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，就是启蒙”，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



动。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，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，是一种客观需要，是

十分必要的。“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，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，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

半途而废，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”。“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，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

或加速，而不能使之终止”。[④]但中华文化传统能否简单地“一言以蔽之”，只怕是可以商榷的。 

    笔者作进一步思考，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，而两者似有所       差别。

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，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的灿烂古文明，也有其缺       点，否则就不

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。例如方块字、中医、书法、国画、古乐、民乐、诗词歌赋、戏曲、曲艺、中国

建筑园林、中华烹饪等等，都属文化传统，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。当然，从另一方面看，中华

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，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，是应当引起

高度重视，并认真批判的。 

     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，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。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、       清正

廉明、直言敢谏、举贤任能、忍辱负重、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，至今为人们所称       道。在两宋

的三百二十年间，也有如范仲淹、李纲、宗泽、岳飞、文天祥等一大批人，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

代表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後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，岳飞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命，天下当

太平”的箴言，为人们所熟知。但是，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，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，可以命

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。至於专制、愚昧和腐败，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

统。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，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、论述和批判，今列举如下。 

    一、草菅人命：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，“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，蔑视       人，使

人不成其为人”。“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，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，兽的关系只       能靠兽性来维

持”（《马恩全集》第１卷第４１１，４１４页）。秦始皇实施“焚书坑儒”，       明太祖光是胡惟

庸、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，清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，       从秦代的“夷三族”

扩展到七族，隋炀帝又扩展到“诛九族”。[⑤]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，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

姓死活，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，被视为天经地义。如此之类，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

性。 

     宋政似乎有“宽仁为治”的外貌，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，“有司巧避

微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文，一切致之重辟”。[⑥]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。史称宋徽宗时，“吏因缘为奸，用

法巧文        寖深”。宋理宗时，官吏们“擅置狱具，非法残民”，私设“掉柴”、“夹帮”、“脑

箍”、“超棍”等毒刑，受刑者“痛深骨髓，几於殒命”。[⑦]宋朝出了如岳飞“莫须有”（岂不须

有）那样的千古奇冤，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，还是将岳雲定为徒刑，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，罚铜

二十斤，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，将岳雲超越流刑，定为斩刑，这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

的兽性。 

    中国人也并非没有强调“人命关天”，[⑧]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，但在古代不       居主

导地位。人命最为可贵，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，国际上已制订了一个公认的反人类罪       标准，而专

制政体大致不可能避免惨酷的反人类罪，反人类罪为其首要的最大罪状。这在       根本上还是源於贱

视人命。 

     二、禁锢思想言论：是舆论监督权力，还是权力监控舆论，是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野       之

一。从中国古史上看，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、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。一是秦       始皇的焚

书坑儒。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，将       科举改为以儒家

经学取士，从此实现了经学、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。四是明朝在科举中       采用八股文。五是清朝

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。 

    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，又有利诱的一手。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。一旦将教       育的功

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，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，这其实是更厉害       的禁锢，对中

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。胡適曾惊讶于当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       展於古书堆时，西方



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於自然科学。这无疑是宋明清三代禁锢思想       言论的可悲的总结局。直到

鸦片战争前，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，       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。 

     三、上交谄，下交渎：《周易·繫辞下》强调“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”。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

权的总体制下，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，必然全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，上交谄，

下交渎，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。今人所谓个人崇拜，其实不是崇拜个人，而是崇拜权势，渴望

权势。《聊斋誌异》卷８《梦狼》说：“黜陟之权，在上台，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，爱百姓，

何術能令上台喜也？”说破了阿谀奉承的真谛。宋徽宗的穷奢极侈，在天水一朝的诸帝中无疑位居第

一。当时也有言官批评他“金柱玉户”，但蔡京却作记说，宋徽宗“修真观妙，发号施令，仁民爱物，

好古博雅”，“言者不根，盖不足恤”。[⑨]在蔡京所谓“陛下当享天下之奉”的诱导下，众臣“争以

侈丽高广相夸尚”。[⑩]更有甚者，宋高宗向杀父之仇称臣，屈辱苟安於半壁残山剩水，竟在一片歌颂

声中，被臣僚誉为“书契以来，中兴复古之君，比德较功，莫有望其仿佛者”，“皇帝躬行，过于尧、

禹”。[11]薛昂“始终附会蔡京”，故两次被援引，当仅次於宰相的执政，“至举家为京讳。或误及

之，辄加笞责，昂尝误及，即自批其口”。[12]身为执政高官，居然为宰相避名讳，以至自己打嘴巴。 

     四、虚饰太平盛世：隋炀帝自夸“华盛”，规定洛阳“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。胡客或过酒食店，悉

令邀延就坐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直，绐之曰：‘中国丰饶，酒食例不取直。’胡客皆惊叹。其黠者颇觉

之，见以缯帛缠树，曰：‘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形，何如以此物与之，缠树何为？’市人惭不能

答”。[13] 

    宋高宗和秦桧“喜饰太平，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”。[14]由於古代有天人感应的迷       信学

说，将灾情、疫情等都视为人间失政的反映和表现，故秦桧隐瞒灾情、疫情等。“严、       衢、信、

处、婺、建等州皆大水，士民溺死数万，桧隐而不奏。有闻言者，必罪之”。[15] 宋时官员隐瞒灾情是

有罪的，秦桧不仅知法犯法，反而加罪於说真话者。绍兴十六年“行都疫”，而秦桧的尚书省只是上奏

建议“给散夏药”，根本不承认发生了瘟疫。[16] 虚饰太平盛世而报喜不报忧，弄虚作假，以至不惜劳

民伤财，官府马为刀俎，百姓为鱼肉，成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顽症。皇帝欺瞒胡人，宰相欺瞒皇帝，官员

自然也可以欺瞒上司。《朱子语类》卷１０６谈及地方官，“每常官吏检点省仓，则挂省仓某号牌子，

检点常平仓，则挂常平仓牌子，只是一个仓，互相遮瞒”。这是欺瞒上司的一例。 

    五、贪污行贿：此类行为史不绝书。应当指出，在专制的人治条件下，一是败露率低，       二是

败露也未必依法惩处，故贪污行贿必然是低风险，高收益，而敢於触犯刑法者众。皇       帝、权臣等

经常是此类行为的保护伞。人们公认宋初以重典惩治贪官。[17]但是，大将王全       斌等平後蜀，恣

为不法，“凡所取受、隐没，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馀贯，而蜀宫珍宝       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，

又不与焉”，“百官表言”王全斌等“法当死”，而宋太祖“特赦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之”。後来宋太祖

又给王全斌复官节度使，说：“抑卿数年，为朕立法。”[18]宋高宗时，黄达如“赃污钜万”，而被按

劾。但他利用“太后还銮”的机遇上奏，建议将“盛事”“作为歌诗，荐之郊庙”，“将前日异论沮谋

者，明正典刑，其力主和议者，重加旌赏”。於是宋高宗大悦，居然发表他出任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监

察御史。後来在官员的论列下，也仅以“私役禁军，贩易物货”的次要罪名，“降一官，放罢”。他在

秦桧死後，还出任徽州知州。[19]一方面制订法律，另一方面又恣意玩侮法律，这也是一条中华自古相

传的政治老例。 

六、妒贤嫉能：北宋末，国势阽危，唯有李纲尚能挺身救国，而耿南仲伙同徐处仁、       唐恪等

人，“疾李纲胜己，同力挤排”，一力怂恿宋钦宗命李纲承担无法胜任的救太原的       重任，唐恪

说：“火到上身，自拨，但责以成功，纲须自去，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。”[20]这又是一种中华自古相

传的“窝裏鬥”，“窝裏横”的政治传统。发展到了顶点，则是不管国家存亡，百姓死活，自己不能成

功，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，自己不能救国，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。妒贤嫉能的极致当然就是陷害忠良。 

七、结党营私：中国成语“结党营私”，确有科学内涵，大凡钻营官场而谋私者，往往必须结党，

不结党就无法营私。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的极致，即是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古代皇帝往往十分忌

讳臣僚分朋植党，所以结党营私一般是无法公开的。但是，在南宋四个权臣掌政的时代，他们又是并无



忌违地、大规模地任用亲党。史弥远深通擅权的三昧，他“专任憸壬”，而手段却更加隐蔽和狡猾。

“亲密友周铸、兄弥茂、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，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。然铸老於布衣，弥茂以执政恩入

流，周篆以捧香恩补官，俱止训武郎而已”。[21]“执政、侍从、台谏、给舍之选”，都是宋时的要

员，“或私谒，或请见，或数月之前先定，或举朝之人不识。附会者进”，对他“争为妾妇之道”。所

以柴中行评论史弥远的结党营私的特点，是“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，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。”[22] 在民

主体制下，任何政客失去民望，只能下野。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多见不怪的怪现象，不管某人如何丧失

民望，甚至万众切齿，只要“上台喜”，即通过各种政治关系网的保护，就能长久宦运亨通，骑在人民

头擅作威福，恣为不法。相反，真是得人心的好官反而不得势，甚至惨遭陷害。中国古人常哀叹君子鬥

不过小人。“纵观中华数千年史，其实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的情况，还远不如时势造小丑，小丑造

时势的情况多，而後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，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。一批小丑主宰国运，一方

面是自己演出醜剧和闹剧，另一方面则是给广大民众制造悲剧。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，有其历

史必然性”。“专制政治总是宠爱随风转舵之人，曲学阿世之士。专制政治体制经常会造就小丑神气活

现的时势，而小丑也经常会对昏暗腐败政治推波助澜，甚至叱咤风云”。[23] 

     八、钩心鬥角：在中国传统官场中，钩心鬥角和结党营私从来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，       有

时必须互相勾结和利用，有时又必须互相倾轧和暗算。宋真宗时的王钦若“阴险多诈，       善以巧谲

中人”。[24]人们所熟知的，就是成语中孤注一掷的出典。他在澶渊之盟後排挤寇凖，对宋真宗说：

“陛下闻博乎？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。陛下，寇凖之孤注也，斯亦危矣！”[25]於

是寇凖罢相。当然，由於宋太祖传下了不杀大臣的誓约，故在个人或派系的倾轧中，杀人不多。这是宋

朝有别於前朝後代的特点。一般说来，设法将政敌流放到海南岛，就算是倾陷的终点。钩心鬥角的极

端，当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人莫予毒。 

九、官迷恋栈：《三国志》卷９《曹爽传》注引干宝《晋书》：“驽马恋栈豆。”原意为没有远

虑，後世则转为贪恋禄位之意。这是古时常把官迷喻之为恋栈的出典。宋神宗时，邓绾就是一个典型的

官迷，他有一句名言：“笑骂从汝笑骂，好官我须为之。”[26]蔡京四次拜相，“每闻将退免，辄入见

祈哀，蒲伏扣头，无复廉耻”，[27]甚至到“老疾目失明，文书案牍不能省阅”时，[28]依然贪恋相

位。最後宋徽宗命童贯和其长子蔡攸向蔡京索取辞官表，蔡京“以事出不意，一时失措，酒行，自陈

曰：‘京衰老宜去，而不忍遽乞身者，以上恩未报，此二公所知也。’时左右闻京併呼其子为‘公’，

莫不窃笑”。[29]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昭示，官位既然成为高收益的肥缺，并且又能够以权谋私，

官迷现象就不免世代相传，而不能根除。 

一０、玩忽职守：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，玩忽职守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。北宋末年       的李擢

就是一个典型。当金军攻打开封城时，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，任命了城墙四       壁的提举官，

“东壁孙觌，西壁安扶，南壁李擢，北壁邵溥”。李擢是中书舍人。[30]开封城外有护龙河，又有“取

虎牢（关）土”建造的城墙，屡经加固，“坚密如铁”。[31]本来是不易被攻破的。金军攻城之初，就

设法填平护龙河。李擢根本“不介意”，宋钦宗登南城才发现“城濠填垒殆尽”，大怒，下旨将“李擢

推勘远窜”。[32]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，一是部份护龙河被金军填平，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。

对於这个严重玩忽职守者，当时在开封围城中，自然不可能“远窜”。南宋初，李擢受邓肃和马伸的弹

劾，说他与王时雍等“七人者结为死党，附耿南仲，倡为和议之说，助成敌谋。有不主和议者，群起而

辱骂之，欲执送金营”，又受张邦昌伪命，“为侍从者”。[33]李纲任相时，将李擢处以郴州安置。

[34]但黄潜善和汪伯彦当政後，又将他“进用”。[35]此後，李擢又历任兵部侍郎、给事中、工部侍

郎、礼部尚书等要职。[36]宋朝此类有罪不罚，罚不当罪，罪废复用的实例颇多，也是政纪废弛的一个

侧面，其结果当然使玩忽职守的腐恶政风代代相传。 

    一一、独断专行：在专制政体下，由於缺乏有效的监督，不仅是皇帝或权臣，即使是       下级官

员也往往独断专行。其後果是不能及时纠正失策，甚至将错误的、罪恶的决策坚持       到底。宋高宗

凭藉君主的淫威，以独夫之志逆万众之心而行，又居然战胜了万众之心，而       成就了极其屈辱的降

金乞和。此类事例，在中国专制政治史上，决非是仅见的特例。 

一二、文过饰非，一瞒二骗：明朝有一首小曲《玉抱肚·官悟》最後一句说：“自古君王不认



错。”[37]古代皇帝不认错的常例，就是罢免甚至处死大臣，以示自己一贯正确。当然也有在万不得已

下罪己诏的特例。即使如此，下罪己诏也经常是避重就轻或心口不

一。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崇宁五年（公元１１０６）发生星变，宋徽宗感觉害

怕，下诏“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政阙失，朕将亲览，虚心以改”。[38]太庙斋郎方轸应诏上奏，弹奏

蔡京，宋徽宗将蔡京罢相。等星变过後，宋徽宗又故态复萌，命蔡京再相，“以轸奏示，京奏乞付有司

推究事实，轸竟付诏狱，坐此编管岭南”。蔡京对外扬言：“三省若有妄言者，京来日即知也。”用以

杜人之口。[39]直到金军南侵，宋徽宗被迫传位於宋钦宗，传位诏说：“朕以不德，获奉宗庙，赖天地

之灵，方内 安，二十有六年。永唯累圣付託之重，夙夜祗惧，靡遑康宁。乃忧勤感疾，虑壅万机，

断自朕心，以决大计。”[40]虽然时危势迫，负有首要罪责的宋徽宗仍无半点引咎自责之意。至於宋高

宗在危急关头不得不下罪己诏，实际上却是降金乞和的大计早定，不易故辙。秦桧用《尚书·商书·咸

有一德》“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”一句为求和政策的失败作掩饰，表白自己一贯正确，就不必赘述了。 

    文过饰非的手段固然很多，但最常用的还是一瞒二骗。隐瞒和欺骗是中华的传统政风，       又是

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。宋太宗不明不白地登基，赵普又出面为他编造“金匮       之盟”，只

能乞灵於隐瞒和欺骗，如公开真相，岂非是弑逆的大罪。在不少场合下，统治者还必须自欺欺人，说众

所週知的谎话。宋徽宗竭天下以自奉，导致严重的失政，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如前所述，直到被

迫退位时，还是强调自己“夙夜祗惧，靡遑康宁”，而“忧勤”国事。宋高宗对金乞和，却並不力争难

兄宋钦宗回归，分明是悌道大亏。然而秦桧养子秦熺却以史臣的身份赞颂他“孝悌绝人，前古帝王所不

能及”。[41]此类众所週知的谎话，无非是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，其实还不是为了欺人，明知达不到欺

人的目标，却仍须乞灵於控制舆论导向，作阿Ｑ式的自我慰藉和麻醉。 

一三、沉湎酒色，恣意挥霍民脂民膏：政治在原始社会中本来是作为公共权力，但到       阶级社

会中不可能不蜕变为统治阶级滥用公共权力。官员们滥用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，就       是用於谋私利

和个人的享受，中国人将此归纳为酒、色、财。寇凖可谓宋代名相，但“早       贵豪侈。每饮宾席，

常阖扉辍驂以留之。尤好夜宴，剧饮未尝点油，虽溷轩马厩，亦烧烛       达旦。每罢官去，後人至官

舍，见厕溷间烛泪凝地，往往成堆”。[42]宋时灯油价廉，而蜡烛则是高级消费品。南宋宰相吕颐浩还

是主张抗金的，但他“喜酒色，侍妾十数，夜必纵饮。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，俱有殊色，名闻一

时。梠死，诸大将以厚赂娶之。吕力争，用数千缗得一人，号三孺人，大宠嬖之。初则专其家政”，

“遂预外事，公然交通韩氏，中外因以媒进。时颐浩六十七岁矣”。[43]吕颐浩晚年衰病，因纵欲无

度，两年後病故。皇帝等最高统治者竭天下以自奉，更往往成为天经地义，例如土贡就是竭天下以自奉

的制度化，历代相承，牢不可破。 

       一四、横徵暴敛：历代皇朝始而强调轻徭薄赋，最终总是在各种因素下，导致对百姓敲骨吸髓般

的苛徵。宋朝是个苛徵很突出的朝代，两税本身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，又有和买、和籴、役钱、科配之

类，不必在此赘述。直接向百姓勒索的当然是吏胥，“贫民窭户”，“衣不足以蔽肤，食不足以糊

口”，“而追胥督吏临门谴呵，责以不可得之积欠，而遂其不可厌之私求，攘衣襦，掠器具，鸡栖豚

阱，无不夺取。大吏未去，小吏复来，朝索夕须，剥肤椎髓。偿官之实，曾未毛铢，而吏之所得，车载

石量矣”。[44] 

       一五、司法腐败：司法腐败和横徵暴敛是最关百姓疾苦的两件大事。南宋真德秀将“断狱不公，

听讼不审，淹延囚繫，惨酷用刑，汎滥追呼，招引告讦”列为民间“十害”中的六项。[45]胡铨谈及南

宋滥捕“盗贼”，“皆株引就捕，十室而九”，施用酷刑逼供，“甚至拉胁、签爪、泥耳、笼首，人苟

赊死，何求而不得”。[46]司法腐败的记录，史不绝书。 

    以上列举的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肯定是不完全的，但也不会遗漏太多。记得在学生       时代，

经常给我们灌输的，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性，强调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。       强调事物的

必然性当然是不错的，可惜如今一些人似乎不愿意谈必然性。从偶然性中寻找       必然性，归根结

蒂，就是必须正视史实，正视真理。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之所以根深蒂       固、牢不可拔，成为非

常可怕而可憎的习惯势力，其遗传基因又被不断复制，给世界上古       老的、人口最多的民族制造了

无穷尽的灾祸，其必然性就在於一个专制政体，以及在此政       体下的各种形式的等级授官制不仅一



直维持下去，並且不断地强化。 

    在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，古代统治者逐渐发现了中央人事权的重要性，於       是就逐

渐形成了以吏部为首的六部政制。人们一般认为，六部制正式定型，是在隋朝。但       史学家的着眼

点是偏重於三省，对六部制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不足。如果我们粗略地对比一       下从九寺（或称十二

寺等）到六部的演变，就不难发现，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五部的职能，都与以前的一个或数个寺相衔

接，唯有吏部却在此前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寺，与其有职能上       的衔接。 

    关於吏部的起源，一般说法是西汉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，“主公卿事”。後东汉光武       帝“改

常侍曹为吏部曹，主选举、斋祀事”，汉灵帝改名选部，到曹魏时又更名吏部。[47]吏部之所以重要，

並且成为六部之首，是因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掌控、委任等权力，       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人

事权。这在初始并非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。吏部的职能扩充並定型後，历朝的等级授官制，最大量的

就是吏部授官。如宋朝的吏部，掌控着几万名官员的宦运，又必然弊病丛生。 

    在中国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中，只有中央能够任命地方官，方才意味着统一。如中       唐以後

不能任命藩镇，蒋介石不能任命山西省长，就意味着藩镇或闫锡山割据。此种观念       就是将大一统

和等级授官制连结在一起，似乎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授官，就不足以维       护大一统。 

    但是，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：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       是根本

违背公社的精神的。”（《马恩选集》第２卷第３７６页）大一统其实无非是中华       民族的向心力

和凝聚力，中国人一般不可能赞成祖国的分裂。况且外国的政治经验业已证       明，即使不实行自中

央到地方的等级授职制，也照样能够维护国家的统一。时至今日，用       等级授职制维护统一的旧观

念应当革除。马克思否定等级授职制，是有深刻道理的，因为在等级授职制下追求升官发财，无非取决

於“上台喜”，就必然产生各种流弊。 

    即使依古代的儒家舆论，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，大致是作       为反面

事物而受谴责的，基本上处於无理地位。但谴责一般只是针对体制下派生的弊政，       而不针对体

制，故无理的老例还是陈陈相因，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复制。既要维持和强化专       制政体及其下的等

级授官制，不正本清源，又欲阻断前述的各种政治遗传基因的复制，无       疑就像抓住自己的头髮上

提，而幻想自己可以脱离地球引力一样困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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